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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次看到这本经济领域的巨著时，大抵是光看到名字，就会自觉地把弄清经济概念的念头给彻底打消了。但事实上，不同于经济学巨著之一，也就是国人皆知的《资本论》，《国富论》不会让人产生“借得到是缘分看不懂是天份”之类的想法。平实的语言论述苦涩的命题，生动的事例说明高深的道理，这才是享誉中外的经济学平民化老祖——《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真面目。
《国富论》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石，通过对分工，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利润、工资与地租，资财的性质与积累，财政、赋税与国债等问题的探讨和反复求证，明确地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够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为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富国还是裕民，皆必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什么是国民财富”，“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正是《国富论》的主旨所在，也是我们之前并且以后都将不断寻找答案的发展性命题。
很多的道理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分工，商品价格与价值。初中的政治书经济版块就早已将其视为真理直接灌输给我们。这让我在读《国富论》时除了产生些许亲切感外，不免又多了些思考。亚当·斯密戳穿的商人用以混淆整个商业界的诡辩术，排除的各种特权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性，点出的不平等交换和掠夺手法的不合法性，从来不曾因其公诸于世而消失，反而在今天发展为默认模式。究竟为什么呢？
我想，也许是因为重商主义。
其实，早在17世纪的英国，与资本商业相呼应的重商主义便已占据了经济思想的主流地位。恩格斯就曾对其有过很形象的打趣：“他们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忌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政策在国际中表现为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在国内则体现为《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了今天，当国际重商主义与国产重商主义一拍即合时，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RMB在外境高压下无可奈何地升值，却在到达我们手中时原因不明地贬值。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以说正是为了推翻重商主义的大佬地位而诞生的。
针对重商主义者提出的“由政府对经济活动施加直接的，严格的控制和干预”一说，亚当·斯密给出了经济史上最著名方案之一。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行运转经济活动，政府只需安分守己便成。“无需政府的关注，社会的状态会把绝大多数的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那就是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养成具有改该社会所需要的或所容许的所有能力和品德。”这也就肯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规则的制定，甚至是对经济参与者的直接，必然的指挥和操作。如此听来似乎与我们现在坚持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些相悖，好像在市场中人一下子就失了主控权，成了市场经济这架巨型机器上的一个转轴。这个亚当·斯密最为著名的理论向来非议颇多。举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佛佛政府为例，人们可以很轻易得出的结论是，相信市场的全自动功能无异于跑步进入黑色星期三。
教科书的精益求精有时候会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理解偏颇。因为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体系组成中除了《国富论》，还包括另外两位——《道德情操论》和《法学讲稿》。在这两部著作中亚当·斯密补充说明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成立的条件：以同情为基础的公正旁观者作为内心监督；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只有当这三个前提皆满足时，才允许让市场和“利己心”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由此可见课外拓展是很重要的。
其实就算是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也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单凭自由经济几乎不可能。政府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必不可少的原因是，在现代，作假和掠夺已被干成了利润极高的一个行当。
除了理论的精深博大外，亚当·斯密的笔调也是冷峻犀利，不失风趣的。譬如在谈及劳动工资时，他就不无冷静地调侃道：“贫穷虽然无疑地会使人不想结婚，却并不总是阻止人们结婚，贫穷似乎还有利于生育。······却极端的不利于子女的养育。”他又指出，“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要艰苦，那么对这种难度大的劳动自然就应当有所补偿。”这似乎放诸四海皆难成立。而对此理论的颠倒性落实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至今不均的贫富分配依然是一个很能闹腾的问题。
亚当·斯密的答辩技巧和推理总结也是极为成功的。审慎态度随处可见。论述中多处使用了“似乎”一词，竭力避免片面化和绝对化，并对某些理论作出调整和让步。这种方法使其结论与现实更加吻合。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也遗憾地导致了其结论上的某些不严密。如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阐述，便存在三种关于价值的不同看法。对此恩格斯则认为，刚形成的观念难免混乱。也就是说，阅读一本巨著，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跟风随潮的顶礼膜拜，还应该具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理解其不足之处，然后才是对其优点的变通性吸收。

